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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地缘战略理论与实践传统。在旧王朝崩溃

的大混乱中，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主要体现为众多的权力竞争者对通过寻找、

占领和开发具有地缘政治优势的领土空间以实现争霸天下目标的论述及实践。

为应对外来军事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有进攻战略（以领土控制为目的的

军事远征）和防御战略（利用地理实施总体防御）之分。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

过程中，中国的地缘战略体现为综合使用各种手段来维系帝国威望、营造势力

范围和塑造国际秩序（朝贡体系）。而“反地缘政治”传统的存在也使得意识

形态因素长期以来对中国对外战略实践影响颇深。中国地缘战略传统的启示意

义主要包括：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国内秩序的稳定；第二，构筑周边安全环境

必须重视硬、软手段的平衡应用；第三，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必须重视对中国

价值文化的弘扬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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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战略的逻辑来源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即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由国

家所处的全部地表自然环境所规定。在这个主要以地理定义的大背景下，各

类不同的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内外属性、行为方式以及它们之间基本的政治关

系和互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称作“国际关系物质基座”的地缘秉性或地缘

动能限定的。因此，地缘战略就是在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持、巩固乃至

扩展其国际政治权势的国家大战略。它所涉及的是经久的地缘空间关系对国

际权势关系和权势重心的影响，是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与之关联的技术、社会

政治组织及人口状况变化趋势对国家间权势对比和权势使用的内在含义。① 

“空间”（space）与“权势”（power）是地缘战略最基本的概念，而权势

在特定空间方向上的积聚、收缩或扩展是其致力于回答的根本问题。② 

与国际学术界的通常看法不同，中国有着异常丰富的地缘战略理论与实

践传统。③ 从公元前 8 世纪的春秋时期到公元 19 世纪的清王朝时期，中国

的战略学者和国务活动家在大战略的筹划与实践过程中一直有意识地将地

理知识运用于政治、军事与对外政策领域。一方面，在地理研究中，往往蕴

含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隐喻。④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在其政论和兵

法中相当重视地理因素的制约效应，“地利”成为战略筹划所必须加以考虑

的若干致胜机理之一。在这一点上，中西战略学界可谓有着渊源不同但精神

相通的“地缘战略偏好”。⑤ 尽管地缘战略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一直影响着中

① 时殷弘：《地缘政治思想的斑斓图景和统一格调》，载葛汉文：《国际政治的地理基

础：当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国际政治意义》，时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 页。 
② Martin Jones, Rhys Jones, and Michael Wood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2-3. 
③一般认为，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主要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德国，现代地缘战略理论最早则

由美国战略学家弗里德里希·舒曼（Frederick Schuman）于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参见
Jean-François Gagné, Geopolitics in a Post-Cold War Context: From Geo-Strategic to 
Geo-Economic Considerations? Québec: Raoul-Dandur and Chair of Strategic and Diplomatic 
Studies, 2007, pp. 5-6. 

④ 例如《水经注》，在这部完成于公元 5 世纪末期的地理学巨著中，郦道元在地理描述

与历史归纳的基础上，着力论证了地理对政治进程尤其是战争结局的重要影响。 
⑤ 当代法国最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伊夫·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在回溯现代地缘政治

理论思想渊源时认为，将地理知识应用于军事、政治领域并非仅源自 20 世纪的马汉、麦金

德和豪斯霍弗，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希罗多德。自那时起，运用于军事政治领域中

的地理知识就成为军事、政治、殖民和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Leslie W. Hepple, 
“Géopolitiques de Gauche: Yves Lacoste, Hérodote and French Radical Geopolitics,” in Klaus 
Dodds and David Atkinson, eds., Geopolitical Traditions: 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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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军阀与谋士的思维习惯，不间断地作用

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实践，构成了极富特色、异常牢固、毫

不逊色甚至远胜同时期其他国家一筹的战略传统，但由于中国学者尚未对此

进行较为细致的学术梳理和体系建构，因而尤其值得加以深究。 

  
一、中国的“心脏地带”：争霸天下的地缘战略 

 

作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战略思维习惯，中国的地缘战略是一种以维

持、巩固乃至扩张特定政权、国家或帝国的总体权势为目标，通过对特定空

间地理区域之位置、形态、地形、资源、人口等地缘政治要素的通盘考虑，

得出对特定强权综合实力和可用资源的大致评估和特征分析，并循此推算出

该政治行为体在处置与地理空间上相接近的其他强权之关系时应当遵循的

恰当路径。这种战略特别集中地反映在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中央权威崩溃后，

各种类型的军事—政治集团在相互攻伐和蚕食、鲸吞过程中，对如何成功实

现区域霸权乃至席卷天下战略的筹划及实施中。 

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出现在公元前约 300 年到 200 年期间的战国时期。

以司马错、苏秦、张仪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战略天才在分析地缘政治形态的基

础上，致力于为秦国谋划其实现霸权乃至争取天下的地缘战略。尽管他们在

具体建议上存在明显分歧，但他们的战略主张至少在精神逻辑和战略分析基

础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寻找一方能够足以支撑强秦席卷天下的战略总基地。

在这些战略天才眼中，这个基地就是“关中”。① 

在冷兵器时代，这一由黄河、秦岭、崤山等地理天险以及一系列军事要

塞（函谷关、武关、萧关）所环绕的区域，在战略防御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273-274. 
① 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在一次并不成功的游说中曾以典型的地缘政治话语论述了

关中地区的战略意义：“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

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

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

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见《战国

策·秦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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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此同时，公元前 3 世纪左右的关中平原在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可耕

地面积和粮食产出等方面显然也足以支持盘踞于此的强权以“耕”“战”向

东争取中原，从而确立对全中国的统治。中国的历史也一再证明，由于地形

对军事行动的巨大阻滞作用，关中地区在面对由东向西的军事进攻时，几乎

是无法被攻破的。少数的成功案例只有汉代的刘邦，但刘邦偶然性的成功是

建立在秦帝国境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全国统治几近崩溃，军事主力（章

邯军）被项羽所牵制的情况下，不具有普遍意义。从这一点来讲，至少在公

元 10 世纪初唐朝倾覆之前，关中平原之于整体中国的战略意义，正如英国

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揭示的“心脏地带”（heart 

land）之于世界权势的意义。① 关中就是中国的心脏地带。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这一时期的许多战略家几乎已经得出了类似麦金德

的结论：“谁统治了关中，就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

就控制了中原（关东）；谁统治了中原，就控制了天下”。② 基于此，战国

时期的战略天才们为秦国所谋划的地缘战略无一例外是固守并开发这一心

脏地带的战略资源，充分发挥其优势，稳步且坚定地扩大势力范围，并选择

一个战略方向，先是南方（蜀地和汉中，司马错的主张），最重要的是东方

的中原（关东诸国，张仪的主张），发动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攻，最终席卷天

下。自秦孝公尤其是秦惠文王开始，除少数时期外，秦国始终在一以贯之地

执行这个战略，并最终于公元前 221 年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成功。 

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后，汉代首屈一指的政治学家和战略家贾谊在从意识

形态角度（国家战略的成败在于是否施行“仁义”而非单纯地依赖地缘政治）

根本否定秦国政治经验的同时，也不得不对秦国所占据的有利地理位置和正

确的地缘战略表达出足够的敬意（尤其是秦国在战略防御上因其“形”最终

获得的“势”上的巨大优势）。③ 东汉的学者和诗人张衡也对秦汉时期的关

①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2004, p. 342. 

② 麦金德的原话是：“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

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参见[英]麦金德：《民主

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34 页。 
③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

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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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原在地形地貌、可用资源、人口密度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其对秦国兼

并其他诸侯的巨大助力有过极为精彩的总结。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关中平原并非是中国心脏地带的唯一候

选者，稍晚更为有名的对中国心脏地带的论述，当属后世战略学家对四川盆

地地缘政治优势的论述。尽管在公元前 300 年前后，四川盆地还被认为是一

个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主要为蛮夷所占据的落后地区，但有眼光的战略家们

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潜在的地缘政治价值。最早是司马错。② 正是

在他的建议下，秦国展开了对四川盆地的远征并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极大

地扩展了其地理空间范围和综合实力，为后续攻伐山东诸国提供了更为有利

的物质基础，“蜀既属秦，秦以益疆，富厚，轻诸侯”。③ 

而最深入阐释四川盆地优越的地缘政治价值的，当属公元 3 世纪初的战

略天才诸葛亮。东汉末年，在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下，作为同时存在的近二

十个军阀之一的刘备的首席顾问，诸葛亮曾力图为刘备集团谋划一种夺取天

下的宏观战略。他特别重视长江以南地区（益州、荆州、扬州）之于整个中

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强调中国地缘政治重心有由关中和中原向长江以南地区

转移的趋势。尤其在关中平原被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所摧残之际，长江以南

地区在地理、人口、资源等方面之于整个中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愈发凸显。 

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

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参见《过秦论》（下篇）。 
① “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赑屃，高掌远跖，以流河曲，厥迹犹

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于前终南太一，隆崛崔萃，隐辚

郁律，连冈乎嶓冢，抱杜含户，欱沣吐镐，爰有蓝田珍玉，是之自出。于后则高陵平原，据

渭踞泾，澶漫靡迤，作镇于近。其远则九嵕甘泉，涸阴冱寒，日北至而含冻，此焉清暑。尔

乃广衍沃野，厥田上上，实为地之奥区神皋。昔者，大帝说秦穆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

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是时也，并为强国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

秦，岂不诡哉！……地沃野丰，百物殷阜；岩险周固，衿带易守。得之者强，据之者久。流

长则难竭，柢深则难朽。”参见《西京赋》。 
② 在被秦惠文王咨询关于攻伐蜀地的必要性时，司马错以典型的地缘政治逻辑指出：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

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

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而不伤众，

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

参见《战国策·秦策一》。 
③ 《史记·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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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川的战略优势尤为明显，这既体现在由秦岭、岷山和三峡等构成

的一系列利于战略防御的地理天险上，亦体现在四川盆地内部大面积的、主

要由先进的水利系统灌溉的土地以及稳步上升的人口数量上。因此在诸葛亮

看来，四川是中国的另一个心脏地带，它足以取代关中在中国地缘政治格局

中的重心地位，“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① 在

此基础上，诸葛亮极力建议刘备夺取并有效开发这一区域，同时在与另一个

占据长江流域的军阀孙权结盟的基础上，对抗北方政权并最终攻取天下。② 

尽管诸葛亮前瞻性地意识到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出现了由关中地区及

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他显然过早预言了这一趋势

的到来。至少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一趋势还不足以动摇北方在中国地缘政治

上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地缘战略是建立在趋

势预测而非现实地缘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其结果则是导致战略目标与可用资

源之间严重不匹配。而这种目标（不要守成、而要进取；不要总体防御、而

要战略进攻；不要割据、而要夺取天下）与可用资源（人口、兵力、资源）

之间严重脱节的情形，在持续的战略进攻背景下不断恶化，导致诸葛亮所主

政的蜀汉政权在财政和资源上几乎被拖垮，并最终被北方政权所征服。 

在历代旧王朝崩溃的大混乱中，中国军阀或霸主所关心的问题一般都集

中在如何采取一种恰当的战略以获得战争的胜利，从而夺取政权并重新建立

大一统的帝国。而通过对中国内部地理条件的细致考察，可以看到，发现、

占领和开发一方在地理上相对完整的、有利于战略进攻和防御、并且可以提

供足够资源的领土区域，对于个别竞争者实现帝国统一目标大有裨益。相反，

不恰当的分析或预测，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

也为历代雄心勃勃的争霸者进行地缘战略实践提供了机会，因此对中国心脏

① 《三国志·蜀书》。 
② “将军若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

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参见《三国志·蜀书》。 
③ 根据钱穆统计，公元 3 世纪（三国晚期），在经过汉末战乱导致的人口急剧下降之后，

约有 440 万人居住在中原地区或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孙吴政权管辖的地区约有 230 万人，而

蜀汉政权管辖的地区人口总数仅有约 90 万，吴、蜀两国的人口总和亦不及曹魏一国。参见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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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的定位以及围绕对心脏地带的争夺、控制和开发所进行的战略设计，也

构成了中国地缘战略的永恒主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同于中国历史

上诸多政治/知识精英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意识形

态主张，中国地缘战略传统从不低估“形”“势”乃至人性的险恶，而是一

种以称霸为终极目标，以积蓄和投射军事力量的方式完成控制具体地域空间

为特点，异常冷静（有时甚至稍显残酷）且具有严重物质主义倾向的政治现

实主义。 

 
二、消除威胁与巩固威望：中国的周边战略传统 

 

长久以来，周边区域尽管在文明程度和社会财富积累上远逊于中国，但

却时常能对中国的繁荣甚至生存构成非同一般的影响。尤其是在北方，游牧

民族往往凭借麦金德所说的“优势机动性”发动持续的军事进攻，对中原的

生存构成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胁。① 这一点从公元前 8 世纪晚期游牧民族

犬戎攻破西周首都镐京，4 世纪内附匈奴攻破洛阳，13 世纪蒙古占领中原，

到 17 世纪另一支半游牧民族女真开始统治中原，均得到了证实。 

基于这种军事威胁的现实存在，两千余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战略家

都已充分意识到位于中国北方群山（贺兰山、阴山、燕山）及黄河河套以北

的地理区域，在地形地貌上与中国其他区域的差异及其所代表的地缘政治意

义。而这种地理差异，诚如美国当代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总结的那样：“长城以南，从西藏到大海，所有河流最终均流

入大海；除边缘部分的极少数例外，长城以北的河流多为内陆河和季节河，

均不流入海。长城内侧，气候主要受东南亚季风影响；而在蒙古及中亚内部

则是一个“独立的”、不属于中国或西伯利亚的气候系统；……长城内侧有

发达的农业和众多人口，长城以外则人口稀疏，虽有个别依托绿洲的农业耕

地，但绿洲之间被沙漠或干旱的草地所割裂，在几千英里的范围内根本没有

农业。”② 正是在这种地理现实的塑造下，长城以外的异族在生活方式、文

①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p. 310. 
②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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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形态、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上，均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迥然不同。① 

正是基于以上事实，中国古代的战略家多将这片位于黄河与蒙古戈壁沙

漠之间的地理区域视为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前进基地和战争的策源地。因

此，只要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中原统治者的战略就

是致力于派遣大军北出草原地区进行周期性的、目标明确的军事远征，以期

彻底摧毁该地区的战争潜力。这种军事远征多发生在中原王朝始创、武力振

作和国力伸张之时。而从对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看，个别案例甚至

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的“亚特兰大进军”②（Atlantic March）。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汉初对匈奴的讨伐。③ 

一般而言，这种预防性军事远征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维护帝国边境

的和平。例如，公元前 3 世纪秦帝国统一中国后，便开始实施对北方游牧民

族匈奴的军事攻势；公元前 2 世纪，在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汉朝对匈奴展

开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公元 6 世纪，隋帝国及后来的唐帝国对突厥的军事讨

伐和政治攻势使其先是分裂为东、西两部，之后被完全驱逐出中国的边境；

公元 15 世纪初，明帝国对退回到草原的蒙古实施的连续且猛烈的军事打击，

至少在 1449 年“土木堡之变”前确保了帝国北部边境的总体安全。 

但是客观地讲，中国历史上这种军事远征的效果只是短期的、暂时的。

历史多次证明：游牧民族在某些时候可以被逐出中原王朝的边境，但永远无

法被彻底消灭。生来便为优秀战士的游牧民族在机动性、后勤、组织、动员

等方面享有的独特优势，加之对地理条件的灵活利用，使其在对抗中原王朝

Society, 1940, pp. 22-23. 
① 据《汉书》记载，“（匈奴）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

其奇畜则橐佗、驴、骡、駃騠、騊駼驒奚。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

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

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

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参见《汉书·匈奴传》。 
② 哈德·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间接路线》中，对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所发起的“亚

特兰大进军”对南军战争潜力乃至精神意志的破坏有过独到的论述。参见[英]李德·哈特：

《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5-116 页。 
③ 据《汉书》记载：“骠骑之出代二千馀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人，

左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参

见《汉书·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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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时往往能够轻易占据上风。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

家和战略家之一晁错有过精辟的论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

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① 典型的例证

是，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军事远征取得重大胜

利仅仅十余年后，太初二年（公元前 103 年）匈奴便再次向汉帝国发动进攻。

在汉帝国最主要的机动兵力浞野侯赵破奴部约二万骑兵全军覆没后，汉帝国

边境再次面临匈奴全面入侵的严重威胁。② 

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在军事技术、战略战术方面的优势，中国的政治/知

识精英逐渐认识到对其发动军事进攻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利用自身的地理优

势（即中国北方的群山、黄河以及军事要塞）进行总体防御，将发达的农业

地区与草原牧区进行空间隔离，这成为次佳的战略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是，

公元前 3 世纪秦始皇在对匈奴采取军事进攻后不久便意识到利用地理优势

来防御匈奴，于是开始修建长城以实现这一目的。汉哀帝时期的文学家和战

略家扬雄 ③曾评论道，“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

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④ 

中国周边地缘战略另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传统是在中国周边地理区域内

构筑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来源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承认中

国皇帝最高统治权力的前提下，将“天下”划分为以皇帝（天子）为核心，

向外依次为中央王朝（天子直接统治）、朝贡国（天子间接统治）以及化外

之地的一系列同心圆。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看来，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几乎覆盖亚洲全境的朝贡制度（即朝贡贸易体系），这是亚洲历史上的独特

体系”。⑤ 

在这种典型的“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中，中国借助其强大的力量和文明，

① 《汉书·爰盎晁错传》。 
② 《汉书·匈奴传》。 
③  一作杨雄 
④ 《汉书·匈奴传》。 
⑤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朱萌贵、

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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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朝贡体系的核心和顶层。① 周边国家必须承认中国的统辖权和至高无上

的地位，除非其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沦为夷狄。这样一个等级化的、在地

理上涵盖中国周边甚至整个东亚的、本质上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在东亚

历史上长期存在，尤其是在中国中原王朝始创、国力强盛的时期。除了与北

方游牧民族长期处于敌对或战争状态外，朝贡关系是中国处理与西域诸国、

朝鲜、中南半岛和东南亚邻国关系的一般模式。 

对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而言，在朝贡体系中，周边国家同中国的政治

关系是统辖者和被统辖者之间、具有明显尊卑和不平等特点的等级关系。周

边国家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国朝贡称臣，奉天朝正朔（以中国皇帝年号纪

年），中国对周边国家则进行敕封（即中国皇帝对藩邦的国王、王妃和世子

的册封）。在经济上，朝贡体系主要表现为藩邦向中国皇帝贡献方物，与之

相应，中国皇帝对番邦进行赏赐，同时伴随着数量和价值更大的双边贸易往

来。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和核心，中国并不直接插手朝

贡体系中其他政治行为体的国内治理，一般也不要求进行任何的领土调整，

但要求周边国家必须在军事、政治上发挥“篱”的屏障作用，并向中国皇帝

称藩，表达象征性的臣服，否则将面临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甚至直接军事打

击。例如，中国隋、唐两代对高句丽的讨伐，明、清时期对越南的讨伐，其

根本目标大多不在于扩张领土，而在于展示兵威、要求臣服、扶植友好政权

和维持势力范围。这与因安全目的而对北方游牧民族发起的军事打击在战略

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别。例如，唐朝在武力征伐百济后，依然使其保有政权和

领土。② 

公元 14 世纪，当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成功推翻蒙古统治，恢复中原

① Seo-Hyun Park,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Sovereign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ast Asia: 
Japan and Korea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2, 2013, 
p. 282. 

② 《新唐书》记载了唐朝在击败百济之后，对其采取的政策，“往百济先王，罔顾逆顺，

不敦邻，不睦亲，与高丽、倭共侵削新罗，破邑屠城。天子怜百姓无辜，命行人修好，先王

负队恃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夷。但兴亡继绝，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为熊津

都督，守其祭祀，附仗新罗，长为与国，结好除怨，恭天子命，永为藩服。”参见《新唐

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东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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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统治后，宣布永不征伐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

城、苏门答腊、爪哇、三佛齐、渤泥国、湓亨、白花国、西洋国等周边藩属

国家，“共享太平之福”。①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君主之一，朱元璋以其

审慎的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手段来经营周边，这集中反映出中国政治/

知识精英长久以来对朝贡体系性质的基本认识。 

虽然周边国家对这种以中国皇帝为核心的朝贡体制有着“从自身文化出

发、特殊的理解甚至利用的情形”②，朝贡体系的建立也往往是中国周边国

家慑于中原王朝强大武力的结果，但在多数历史时期，周边国家一般出于经

济（极为有利可图的朝贡贸易）、政治（希望凭借中国皇帝的承认以压制国

内的反对势力）、安全（希望与邻国发生纠纷时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等目

的，能够主动遵从这种政治安排。在朝贡体系中最为典型的国家是 14 世纪

后的朝鲜，特别是 16 世纪末明神宗时期明军援助朝鲜击退日本侵略后，朝

鲜成为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员。③ 

正是通过推动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国成功在周边营造了一

个在地理上环绕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这个区域基本覆盖了今天的整

个东亚，并确立了延续千年的地区国际秩序。尽管这种体系在当代常因“等

级化色彩强烈”“否定国家间平等权利”等遭到指责，但它与更晚出现的、

以领土占有和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以冷酷逐利和血腥压迫为特点的西方殖

① 明太祖在诏书中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

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

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

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

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参见《太祖宝

训·卷六》。 
② David C. Kang and Amitav Acharya, “Beyond ‘China without Neighbors’: Conceptualizing 

East Asian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Was There a 
Historical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Los Angeles: Korea Studies Institute of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11, p. 3. 

③ 公元 16 世纪末，朝鲜在一份公文中称：“国家（中国）谓朝鲜为外藩，二百年来威德

远畅，而朝鲜亦世守臣节，为礼义忠顺之邦。比缘倭奴匪茹，吞并海外诸岛，盘据釜山巢

穴，蹂躏封疆。皇上赫然震怒，大张挞伐之威，兴师十万，转饷数千里，所以剪鲸鲵而拯属

国者，不遗馀力。遂使关酋夺魄，群丑沦没，区宇还之朝鲜，兴灭继绝，功高千古矣。天朝

再造之恩不为不厚，朝鲜图报之意不敢不诚。”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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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体系相比，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秩序，确保了

相对公正的国际关系，并在维持区域国家内部稳定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

意义。而朝贡体系强调统治的正统性与国家间秩序，以及基本不以武力或武

力威胁实施领土空间扩张的作法，对于塑造当今世界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三、道义至上与以华变夷：“反地缘政治”的战略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历代政治/知识精英在谋

划大战略时，同样关注文化、信仰、道义等因素的作用，这是一种根深蒂固

的“反地缘政治”的战略传统。这种战略传统最根本的主张是反对滥用武力、

反对领土扩张，尤其反对向地理上遥远的国家运用武力。这种战略传统不是

策略性的（尽管还有不少案例是策略性的，是在国力不济时对被迫实施防御

甚至收缩态势的道德美化），而是被真诚信仰的。例如，早在中国周王朝时

期，当周穆王准备对西北的犬戎进行军事打击时，大臣祭公谋父的对答就集

中体现出这种“道义至上”战略最主要的精神要旨。①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以实现正义为目标（推翻暴政、建立秩序、巩固和

平）发动的战争外，其余那些以领土扩张为目的发动的战争，一般被认为是

道德可鄙的，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相反大多是为了满足

皇帝本人的好大喜功甚至个人贪欲，其结果是导致国内经济社会失序，严重

损害国计民生，必须坚决反对。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汉武帝数度用兵匈奴

和西域并在新征服的领土范围设置新的郡县，显著扩大了汉帝国的领土疆界

之后，却遭到国内政治/知识阶层的强烈指责。② 

① “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

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

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

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参见《国语·周语上》。 
② 在汉初的盐铁会议上，有文学贤良指出，“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

矣。今逾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

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

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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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略实际上主张，即使有一些周边国家表示不臣服，拒绝履行朝贡

义务甚至直接挑衅中国，但是中国的正确决策绝非武力讨伐，而是应从自身

文化、道德水准、国内治理等各方面进行真诚的检讨，以赢得周边国家的信

任和再度依附。孔子曾指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① 只有当

这些方法皆不奏效的情况下，中国才可以进行相应的战争准备，以使中国皇

帝“威德遍于四海”。 

除了审慎使用武力、拒斥扩张的战略克制传统之外，中国“反地缘政治”

战略传统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倾向，还体现为一种“进攻性”的、以“以华变

夷”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实际上，早在春秋末期，在中国周边

非华夏部落不断入侵中原的大混乱中，孔子最早也最为权威地将“华夷之辩”

作为界定“中华—他者”的主要标准和依据。根据对中国周边地区政治地理

的一般性理解，环绕在中央王朝和周边诸朝贡附庸国之外的化外之地，分别

是北方的狄、东方的夷、西方的戎和南方的蛮。这些族群的文明程度较低，

言行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他们被作为先进的华夏文明的反面而存在，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与中国相互敌对。② 

正是这种对“中华—四夷”的政治地理定义，构建起中国政治/知识精

英对国际空间和政治认同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③。但

如上所述，在面对作为华夏文明反面的他者时，中国对其军事打击和领土占

领是异常困难的和不可持续的，倘若中国加大对先进的华夏文明的推广力

度，更多地凭借软实力而非代价高昂且效果不确定的军事手段，对于实现“天

下大同”梦想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是依据这种判断，中国政治/知识

精英长期以来坚信，在先进的华夏文明的吸引和感召下，中国周边的蛮族终

将放弃其原始的、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中国的道德文字、衣冠礼仪和政治

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参见《盐铁论·地广》。 
① 《论语·季氏第十六》。 
② 《汉书》中对匈奴的描述，更为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倾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

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隔以山谷，雍以沙幕，

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参见《汉

书·匈奴传》。 
③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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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从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是“以华变夷”。① 

“以华变夷”作为一种洋溢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文化优越感的战略主

张，其核心是对华夏文明超脱空间地理限制的普世主义信仰，体现出数千年

来中国政治/知识精英对这一战略正义性和必然性的笃信。孟子曾言，“吾

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② 而“以华变夷”所强调的战略路径，

即主要以文化力量而非武力实现华夏文明的一统天下，以文化、礼仪和制度

而非领土作为这种“反地缘政治”战略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即“诸侯用夷

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③。 

在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因素（对于非暴力、道德至上原则的坚守以及

对于循此路径有望达成的“天下大同”目标的信仰）始终是中国制定对外战

略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使在中原王朝致力于消除北方游牧民族对

中国边界的安全压力而展开的军事远征的情况下，其战略意图亦被归之为

“消除罪恶”“惩罚不道德”等意识形态原因而非追求帝国的安全。④ 

 
四、地缘战略与中国兴起的历史经验 

 

作为一种有着深厚思想渊源的战略传统，地缘战略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发

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总体来看，中国的地缘战略体现为一整套的、由多层次

战略目标与多种战略路径及可用手段构成的国家大战略传统。在中国传统权

威崩溃、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地缘战略始终作用于诸多权力竞争者的军事和

政治博弈中；在实现国家统一、新兴王朝实力呈现上升趋势时，地缘战略开

始在中国的周边或区域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影响；而“反地缘政治”战略传

① 在这一点上，唐代程晏的观点最为典型：“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

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中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

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

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既为中国之夷矣。”参见程晏：

《内夷檄》，《全唐文》。 
② 《孟子》。 
③ 韩愈：《原道》。 
④ 汉武帝在解释对匈奴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因时指出，“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

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遗将，以征厥罪。”参见《史

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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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长期存在，在强化了中国的“软实力”基础和道义感召力的同时，亦使

中国在对外战略的选择上更具多样化和可替换性，极大丰富了对外政策的路

径手段。而地缘战略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中的几度兴衰沉浮，也再度证明

了荷兰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海尔曼·乌斯滕（Herman Wusten）的观点，“一

般说来，如果地缘战略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日常政治辩论中的作用开始大

幅增强，表明其国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权力地位或者正在面临

极大危险，或者正处于急剧变动中”。① 

应当看到，在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中，尤其是在营造周边安全环境和国

际秩序的过程中，无论是发动军事远征，还是依据地形进行战略防御以寻求

周边安全，或是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塑造地区秩序，都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

的实力基础密不可分。总体来看，中国地缘战略运用最为集中、成效最为显

著之时，一般都是中原王朝初创、国力强盛、国势上升之时，国家的强盛无

疑是中国成功推进地缘战略，有效经营周边的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中国

历史反复证明，地缘战略的成功运用，不仅有利于营造一个安全、友善的周

边安全环境，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国势气运。由是观之，国力国势的大勃

兴与地缘战略的大成功可谓相辅相成。总体来看，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大致

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这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大战略设计

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国内秩序应是中国大战略制定中最重要的战略关注点。从历史上

看，中国地缘战略理论实践的几大高潮期往往出现在原有政治秩序崩溃、社

会秩序混乱、各种权力竞争者争夺中原控制权的过程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精英一贯的认知——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内

部的政治秩序（而非中国传统统治范围之外、实际价值较小的化外之地）是

历代战略家关注的重点。事实也确实如此，除了少数几次面对北方少数民族

的全面入侵外，中国只要能够维持国内良好的政治秩序、经济局面和社会稳

定，实现国力、国势的大复兴绝非难事。因此，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

急剧变化的今天，除了直接关乎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件和大趋势外，我

① Herman Van Der Wusten and Gertjan Dijkink, “German, British, and French Geopolitics: 
The Enduring Differences,” Geopolitics, Vol. 7, No. 3, 2002,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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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仍然应该保持战略定力，稳住阵脚，统筹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切

勿顾此失彼。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应仅仅被

视为一种战略手段和国力未逮时的卧薪尝胆，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广阔历

史视野、深刻洞察力且必须长期坚持的国家大战略。 

其次，无论是出于军事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

并不存在对领土扩张的物质崇拜。历史上，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确实存在

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甚至维持势力范围的现实冲动。但这与西方经典地缘战略

过于强调以军事实力谋求领土扩张不同，中国地缘战略传统更多地体现出相

对保守、不过于注重空间扩张的精神特质。这尤其体现在即使在国力最强盛

的时期，中国一般也不谋求极大突破既有的边界范围，也不将占有领土、扩

张领土视为国家生存和民族发展的必要手段。即使是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

事远征，其主要目的也多在于破坏对方的战争能力和消除现实军事威胁，并

非占领或扩张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地缘战略传统的精神内核是寻求

安全特别是确保帝国边界的安全，而非领土空间的无限度扩张，这有效避免

了对领土的物质主义崇拜和对滥用武力的迷信。由此可见，中国的地缘战略

传统与西方经典地缘战略有显著区别，后者将空间与权势相联系甚至互为因

果的理论逻辑，及其体现出的异常悲观的、冷酷的、宿命论的精神情调和在

现代世界历史中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如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规模

的武装侵略），这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 

再次，中国地缘战略传统极为关注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区域中心地位的获

得。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长期作为东亚的文明核心和权势重心，中国对

周边安全环境乃至“天下”应有的政治秩序有着独特的理解。在这一秩序中，

周边国家必须承认其与中国在实力、文明上的差距悬殊，并至少在口头上对

中国表示顺从和臣服，同时承担藩篱义务，相应获得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和

安全利益。相反，如果对该区域性政治安排公开表示不服从，或者对中国的

中心地位和帝国威望进行挑战，必将面对中国的不快甚至部分时段的军事打

击。在世界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重

要地位的确立，以海洋权益纠纷、领土边界争端、军备竞赛、核扩散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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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激化，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稳定和中国周边

安全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的个别国家在屡屡上演“以小欺大”

闹剧时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中国进行的对外军事讨伐尤其是针对

除北方游牧民族之外的军事讨伐，起因多不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

端，而在于个别邻国对中国威望的持续挑战。 

最后，“反地缘政治”的战略传统是对中国大战略的有益补充。在中国

历史上，中国政治/知识精英极为推崇文化、道德等“软实力”在实现国家

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并始终存在着将先进的、优越的中国模式进行推广

的冲动。这种战略传统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超越了地缘战略的

范畴，而体现为一种文化传播战略。从实际效果来看，鼓吹道义至上而非迷

信暴力，推进文化交融和精神传播而非依赖占有空间和控制领土，这样一种

战略传统在构筑东亚文明共同体进而确立中国在东亚区域的核心地位中发

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东亚的军事入

侵，加之中国的积贫积弱，导致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急剧下滑和地区核心地位

的完全丧失。但一个多世纪后，在和平发展效应的不断聚积下，中国由于能

够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国家历史演进，同时又被证明为成功的社

会发展道路，可以也必将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提出

推动构建有着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印记的“和谐世界”，正是这种“反地

缘政治”战略传统在当前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体现，而这种战略传统效应的持

续，也必然会助力中国国家大战略的有效推进，并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

方案。 

       

[收稿日期：2016-11-11] 

[修回日期：2016-12-10] 

[责任编辑：孙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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